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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制度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
———以东盟地区论坛 （ＡＲＦ）为例

吴　琳

＊ 吴琳，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创新重点项目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盟中心地位
重构研究”（项目编号：３１６２０２０ＺＹＫＢ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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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制度竞争出现

重大转向：恶性竞争模式取代良性竞争模式成为 “新常态”；美国轻

视东盟导致中美制度间制衡升级，但同时中美在东盟主导制度内的

竞争也在强化；中美制度竞争的议程、方式和进程因中国被动卷入

恶性竞争而显著受制于美国的政策。中美制度间制衡和制度内竞争

的升级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东盟在地区多边架构中的

中心地位。本文聚焦中美制度内竞争，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从制

度功能的视角分析发现，中美正通过冲突性博弈、议题竞争、规范

竞争、决策过程竞争等制度内竞争路径，从东盟主导架构内部改变

东盟中心性的实质，冲击 “合作安全”模式的合法性地位、东盟对

议题设置的主导力、东盟内部的规范一致性以及 “东盟方式”的认

同和实践。东盟难以在现有机制下为中美竞争提供缓冲平台和议价

规则，其自身在议题和规范的制度竞争中日趋处于次要地位，对于

“东盟方式”的维护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新的战略环境，东盟已经

认识到开启新一轮适应和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地区制度的

功能塑造、支持东盟中心地位重构同样符合中国的总体利益，但在

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面临支持东盟中心地位重构与开展对美有限

竞争的内在张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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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方式

导　　言

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国家联盟 （ＡＳＥＡＮ，简称 “东盟”）与中国、日

本、韩国、美国、欧盟、印度等多个域内外大国的 “１０＋１”合作平台，以

及东盟加中日韩 （１０＋３）、东亚峰会 （ＥＡＳ）、东盟地区论坛 （ＡＲＦ）、东盟

防长扩大会 （ＡＤＭＭ＋）等地区多边机制，共同构成了亚太地区合作架构的

制度支柱。作为一个中小国家联盟，东盟虽实力有限，却通过影响这些机制

的制度设计、决策方式、原则规范、成员资格、议程设置、制度进程和合作

效果，在亚太地区合作架构中确立了核心地位，发挥了地区秩序演进中 “小

马拉大车”的独特作用。① 对此，学术界称之为 “东盟中心地位” （ＡＳ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②

近年来，东盟中心地位出现了弱化的迹象。③ 导致其弱化的因素很多，

既来自东盟内部，如东盟的不团结和内部分化、部分国家政局动荡、领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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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东盟重视程度降低等，① 也存在东盟外部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体

系性变量是中美战略竞争。② 中美战略竞争对亚太地区格局和秩序的影响是

结构性的，既反映在战略、军事、经济、科技的硬实力较量上，也发生在制

度和规范的软实力交锋中。由于东盟中心地位的核心是制度中心性，③ 中美

在制度层面上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对东盟中心地位产生冲击和影响。那么，

中美制度竞争如何影响东盟中心地位？其作用机制是什么？东盟中心地位重

置未来将如何影响地区秩序和中国战略选择？在提出本文观点和分析框架之

前，有必要简要梳理学术界对该议题的探讨。

现实主义学者大多重视大国竞争的作用，但不认为中美制度竞争会直接

导致东盟中心地位的弱化。拉尔夫·埃莫斯、罗伯特·卡普兰等新现实主义

学者将中美权力制衡或失衡视为影响东盟中心地位的主要变量。埃莫斯认

为，东盟中心地位最重要的价值是维持大国在该地区的权力制衡。衡量东盟

中心地位弱化的标准是考察东盟能否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避免出现地区权

力失衡或扭转失衡重回均衡。一旦该任务无法完成，东盟中心地位将受到削

弱。④ 卡普兰也认为中美权力制衡赋予了东南亚国家在大国间 “两面下注”

的自由，有了自由空间，东盟中心地位才得以确立。但东盟的这种 “自由”

不能被视为理所应当，中美之间紧张持续的对峙最终可能导致地区权力失

衡，并使东盟失去这种 “自由”。⑤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大国竞合关系的性质

是影响东盟中心地位变化的重要因素。他们将 “大国间温和竞争”或大国在

该地区的合作多于竞争视为东盟中心地位存在和维系的前提条件之一，认为

一旦域内外主要国家在该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或博弈，东盟将很难通过其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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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机制保持对地区事务的引领并维持中心地位。①

阿米塔·阿查亚、陈思诚、贺凯、魏玲等建构主义和制度主义学者倾向

于认为，中美制度竞争给东盟中心地位的护持带来了挑战，但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东盟的政策选择，以及新兴制度与东盟主导机制之间的互动。阿查亚和

魏玲认为，新的大国竞争有可能给东盟中心地位的维持提供新的机遇和更多

的政策活动空间。② 与权力因素相比，“地方行为体对权力的反应在地区秩序

的构建中可能更重要”。③ 如果东盟能保持整体性，维持中立，重新定义其在

大国纷争时代的区域中心地位，就可以存活下来并在管理大国竞争中 （至少

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有效作用。④ 陈思诚的观点较为平衡，他认为中美制度

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带来的影响是混合的，东盟会在中美的争取和拉拢中短

期获益，但面对中美长期对抗将遭受损失。东盟目前正试图通过证明其对主

要大国的效用和意义来重新定义其中心地位，但仍面临能否融入印太战略和

避免选边站等挑战。⑤ 贺凯则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认为，中、美分别倡导

建立的新兴制度必然会与东盟主导机制构成竞争，并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东盟

中心性，但如果新制度能对东盟主导机制形成补充，则东盟中心地位所受冲

击将较为有限，还可能有利于东盟在地区秩序和平转型中继续发挥重要

作用。⑥

质疑上述观点的学者则认为，面对中美制度竞争的挑战，东盟的政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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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问题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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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并不起主要作用。① 他们表示，东盟中心地位并非东盟有意塑造或基于任

何优越条件获得的，而是东盟务实解决问题的一种自然发展结果，或者说该

地位的取得源于这是所有地区相关方在政治上都能接受的唯一选择。赫尔

曼·约瑟夫·Ｓ．卡拉夫特、吴翠玲、威廉·Ｔ．陶等东南亚学者从对东盟主

导架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大国竞争变化的压力使得东盟难以持续领导更广

泛的东亚和亚太区域进程。卡拉夫特强调东盟存在弱点，认为以东盟为中心

的安全架构为东亚和更广泛的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框架，但这个地区安

全架构是 “支离破碎”的，它的确立和运作需要大国提供某种形式的良性宽

容，尤其是在没有集团政治、地区性大国联合、强加或接受的霸权结构的背

景下才能发挥作用。面对不断升级的中美竞争，以及为解决非传统安全关切

而不断增加的合作制度化需要，东盟的局限性将使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安全框

架难以为继。② 从大国与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关系结构视角，吴翠玲认为东

盟中心地位体现为东盟促使权力关系制度化，使大国的作用和小国在区域安

全管理中的 “声音”合法化。但东盟并未能促成大国之间的持续合作，而这

种合作对于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区域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东盟选择为大国提

供一个最低限度的规范立场，而没有在关键的战略准则上促成协商并达成共

识。东盟 “舒适”的区域主义模式使大国将地区机制视为 “软”平衡的工

具，而非就 “游戏规则”进行谈判和制度化的场所 （而这正是可持续大国关

系模式建立的基础）。因此，东盟的作用是有限的，并受制于大国为塑造新

的区域秩序而进行的议价活动。③ 陶也认为，大国并不打算让东盟推动的安

全区域主义 “管理其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当其核心利益面临直接威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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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放弃东盟。①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美制度竞争是否、如何和为何

影响东盟中心地位，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但也存在两点不足。

一是过于关注中美制度间制衡的变化对东盟中心地位和区域架构的影响，而

对中美在东盟主导制度内的竞争研究不够。② 二是较少从制度功能视角剖析

中美制度内竞争如何影响现有地区架构。为更加全面深入地评估中美制度竞

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本文聚焦中美制度内竞争，选取 ＡＲＦ为研究案

例，运用文本分析、过程追踪、专家访谈等实证调研方法，探讨特朗普执政

以来中美是如何通过冲突性博弈、议题竞争、规范竞争、决策过程竞争这四

种制度内竞争路径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

一、中美制度竞争转向与东盟中心地位的弱化

东盟中心地位的确立与中美竞争密切相关。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东盟建

立地区合作机制的初衷便是减少中美 “对撞”风险和维持地区和平，也正是

因为中美存在长久的竞争关系，域内外大国才会支持实力偏弱的东盟在地区

合作架构中扮演独一无二的 “驾驶员”角色。④ 伴随着亚太地区合作的顺畅

发展，东盟中心地位在２１世纪头十年里日趋稳固。２００５年东亚峰会成立，

美国和俄罗斯在２０１１年加入，表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得到了国际体系中

主要大国的认可和支持。但２０１２年以后，美国、中国等主要大国的亚太地

区政策相继做出重大调整，中美制度竞争开始激化。⑤２０１７年上台的特朗普

政府将中美竞争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峰值，中美在亚太的制度竞争方式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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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变化。在此背景下，东盟中心地位加速弱化。

（一）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制度竞争的转向

２０１２年以来，中美制度竞争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明显变化。奥巴马执政时

期，中美在制度内和制度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其中竞争性因素在上升，但

两国形成了不搞对抗、管控竞争、保持竞争与合作平衡的战略默契。① 中美

两国政府都重视东盟主导机制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各自倡导建立了新机制。

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是通过加强对东盟主导机制的 “改制”来彰显美国的领导

力，同时倾力创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等新机制，以消解中国

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中国的反制也很明确，即不惧竞争，同时最大限度

地争取对美合作。 “不惧竞争”体现在中国更加积极地经营和塑造东盟主导

机制，并主动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丝路基金 （ＳＲＦ）等 “一

带一路”合作平台，夯实与地区国家关系，破除美国利用多边主义制度孤立

中国的企图。② 与此同时，中国强调在开放、包容和合作中实现中美之间的

良性竞争。

特朗普上台及其一系列反建制做法极大地改变了中美制度竞争的性质和

方式。中美制度竞争的性质因特朗普对华政策转向 “压制、伤害以致消灭竞

争对手”而走向了对抗和冲突。③ 尽管中国一直在呼吁合作，但美国已经确

立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基调，这使得两国在制度内和制度间的竞争呈现出三个

重要 “转向”。

第一，恶性竞争模式取代良性竞争模式成为中美制度竞争的 “新常态”。

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制度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双方均重视东盟主导机制，

且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东盟的规范和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东盟中心地位面临

的重大挑战更多来自东盟自身而非中美竞争。但特朗普政府不同，它轻视东

盟及其主导机制，转而重构美日印澳 “四边对话”来凸显 “美国优先”地

位。这种对现行机制和秩序的反建制态度破坏了中美良性竞争的基础，即重

视东盟主导机制、认可并维护东盟规范和制度，从而显著削弱了东盟为大国

提供制度性议价平台的能力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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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制度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

第二，在东盟主导机制内部，特朗普政府同样无视东盟，加强与中国在

关键议题和热点领域的竞争。基于实用主义考虑，特朗普政府将涉及中国

“核心利益”的矛盾，以及原本为了达成合作而暂时搁置的分歧公开化和尖

锐化。在东盟主导制度的 “改制”问题上，美国强化了对西方规范和自我利

益的嵌入，对致力于维持整体性的东盟和认同 “东盟方式”的中国均构成

挑战。

第三，中美制度竞争的议程、方式和进程因中国被动卷入恶性竞争而显

著受制于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中国被动卷入恶性的制度竞争，具体

表现为对美国的 “改制”趋向准备不足，对国际制度的塑造和影响存在明显

的能力短板和意愿缺失，以及不愿从根本上动摇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

位。相反，特朗普政府主动出击，在制度塑造的合法性和能力储备上更具优

势，对维持东盟中心地位更不关心。这使得美国掌握了中美制度竞争的主导

权，中国则不得不面对加强对美竞争与维持东盟中心地位之间的内在张力。

（二）两种制度竞争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差异化表现

对于东盟而言，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制度竞争的重大转向已超越东盟内

部的诸多问题，成为动摇东盟中心地位的更大挑战。这也是为何东盟会出台

《东盟印太展望》，公开重申东盟中心地位对于管控大国竞争和维持地区和平

与稳定的重要意义。① 中美制度间制衡和制度内竞争的加剧以不同方式、在

不同程度上加速了东盟中心地位弱化。

中美在东盟主导机制外开辟了制度间竞争的新 “战场”，表现为美国印

太战略为遏制中国崛起所实施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两国在规则和秩序层

面的竞争。② 不断升级的竞争性多边主义给东盟中心地位带来了至少三重挑

战：其一，排他性安全集团的初现使地区安全的博弈环境转向冲突性，东盟

主导的合作安全机制难以有所作为。随着事态发展，美国明显暴露出将其倡

导的 “四边对话”打造为 “亚洲版北约”的战略意图。美国的挑衅使得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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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ｉｌｅｍｍａ：Ｗｈｅｒｅ　ｔｏ　ｆｒｏｍ　Ｈｅｒｅ？”ＲＳ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Ｎｏ．１５５，Ａｕｇｕｓｔ　６，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ｒｓｉｓ．ｅｄｕ．ｓ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９／０８／ＣＯ１９１５５．ｐｄｆ．

贺凯：《美国印太战略实质与中国的制度制衡———一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政策分析》，第１３
页；张贵洪：《“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构想的比较分析》，《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
２６—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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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台海等地区的安全困境升级，两国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不断上升。

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在合作性博弈环境下发挥了应有作用，然而面对日趋对

抗性的地区安全环境则束手无策。其二，美国为强化对华竞争，加大了其在

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产业供应链等关键经济领域的利益重组，

冲击了传统的 “东盟＋Ｘ”地区合作模式。尽管东盟主导的 “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但未来东盟能否协调好１５

个成员方的利益以及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关系仍未可知。① 其三，美国的排他

性制度制衡对东盟国家的 “两面下注”策略也提出了严峻挑战。② 东盟的两

面下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通过保持统一和中立，将中美纳入包容性

地区机制之中进行对话、协商与合作。一旦东盟发生分化或选边站队，就将

失去大国信任。③ 而美国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既会加速东盟分化，也将使东盟

通过两面下注确保中美共处于一个地区机制的传统路径失效。

中美在东盟主导制度内的竞争同样在升级，但施加影响的方式与制度间

制衡不同。制度内竞争主要发生在两个场域：一是中、美分别与东盟建立的

“１０＋１”机制和湄公河流域机制，二是中、美共同参与的 ＥＡＳ、ＡＲＦ、

ＡＤＭＭ＋等地区机制。两者削弱东盟中心地位的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在 “１０

＋１”和湄公河流域机制下，东盟中心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削弱，相反，东盟

似乎重新掌握了区域主动权，特别是在海上安全合作方面。④ 例如，东盟十

国首次以集体的形式分别于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同中国和美国举行了海上联合

军演。在湄公河流域，美国于２０２０年９月将停滞十余年的 “湄公河下游倡

议” （ＬＭＩ）机制升级为美国—湄公河伙伴关系，并举行了首届部长级会

议。⑤ 尽管美国此举意在制衡中国倡导的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ＬＭＣ）机

制，但从东盟的角度来看，美国更加重视湄公河次区域制度，有助于凸显东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ｕｋａｓ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ＡＳ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ａ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ＲＣＥ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８，Ｎｏ．２，２０１９，ｐｐ．１７７－１９８．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ｔｒｏｍｓｅｔｈ，“Ｄｏｎｔ　Ｍａｋｅ　Ｕｓ　Ｃｈｏｏｓ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ｅｓ　ｏｆ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ｔ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９／１０／
ＦＰ＿２０１９１００９＿ｄｏｎｔ＿ｍａｋｅ＿ｕｓ＿ｃｈｏｏｓｅ．ｐｄｆ．

Ｓｅｅ　Ｓｅｎｇ　Ｔａｎ，“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Ｓ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ｐ．７２１－７４０．
Ｓｅｅ　Ｓｅｎｇ　Ｔａｎ，“Ｃｏｎ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Ｈｅｄｇ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ｐ．１３１－１４８．
刘卿：《美国东南亚政策转向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６０—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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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在中美竞争中的战略价值。

相较而言，中美在共同参与的ＥＡＳ、ＡＲＦ、ＡＤＭＭ＋等地区机制下的竞

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更为显著。下文将以 ＡＲＦ为主线，对这方面的影

响进行重点论述。选择ＡＲＦ作为单一案例，在于 ＡＲＦ成立的时间较长，合

作领域较广，为我们观察中美制度竞争变化给东盟中心地位带来的实质性影

响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广度和宽度。另外，作者长期参与 ＡＲＦ机制活动，

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有助于研究具体深入。

（三）中美制度竞争冲击东盟中心地位的制度分析框架

东盟中心地位的核心是制度中心性，从制度功能的角度看，东盟中心性

在ＡＲＦ机制框架下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合作安全”模式的合法性地位。１９９４年 ＡＲＦ成立标志着东盟式

多边主义在亚太地区的确立。它是东南亚国家适应新的战略环境、提出以平

等协商为特征的 “合作安全”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典型案

例。① 在谈判建立ＡＲＦ的过程中，东盟已然展现出积极主动且富有创新意识

的能动性。为取得对 ＡＲＦ特性塑造的主导权，东盟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

一是适应。其间东盟中心地位并不是通过将既有的东盟规范简单外推或扩大

而取得的，而是基于冷战后战略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为了将大

国留在ＡＲＦ谈判中，东盟背离了其拒绝域内军事或安全磋商、反对与域外

国家建立多边安全关系的立场，这两者都被视为违反了东盟的互不干涉和区

域自治原则。② 二是创新。东盟提出的 “合作安全”新理念，有别于传统的

大国间结盟对抗，强调多边 “对话习惯”的发展，渐进、务实、非正式、协

商一致地实现合作和妥协。③ 对于机制的存续，其意义在于不仅将每一个亚

太地区大国的安全利益和作用合法化，还使小国和中等国家在管理区域安全

７９

①

②

③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ＡＳＥＡＮ－Ｌ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Ｂａｒｇａｉ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ｐｐ．４５－６１．
Ａｌｉｃｅ　Ｂａ，“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Ｒ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ｓｉａ”，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ｏｌ．４３，Ｎｏ．４，２００３，ｐｐ．６３０－６３８；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ＡＳＥＡＮ－Ｌ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Ｂａｒｇａｉ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ｐｐ．４５－６１．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Ｆ；Ｊｕ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　ａｎｄ　Ｎｏｅｌ　Ｍ．Ｍｏｒａｄａ，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Ｏｒｄｅｒ：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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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中拥有合法发言权和主张制度化。① 尽管质疑不断，但东盟倡导和坚持

的 “合作安全”模式确实维持了美国、中国等主要大国在该机制下的对话与

合作，小国和中等国家的利益和作用也得到了伸张和体现。

第二，东盟对机制议程设置的主导力。ＡＲＦ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

将后冷战时代权力关系变化可能带来的问题纳入机制讨论，并促成各成员方

一致认可的议程清单。尽管美国和中国都对东盟为大国订立安全议程的能力

表示怀疑，② 但在机制的初建和发展过程中，东盟国家领导人展现出高超的

政治智慧和外交能力，使得东盟表现得包容且灵活，成功确立了其在机制议

程设置上的主导地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东盟促使 ＡＲＦ成员国同

意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ＴＡＣ）作为 “行为准则”，并采纳东盟版本的

“合作安全”理念。由有着 “反现实政治”议程的小国主导机制，有助于排

除任何一个大国的控制，防止西方国家 “霸占议程”（ａｇｅｎｄａ－ｈｏｇｇｉｎｇ）。宽松

的对话形式和非干涉性的自愿遵守程序，也缓解了亚洲国家对于在军备控制

和内政 （如人权、民主化和领土主张）等敏感议题上开展法律谈判的担忧。③

（２）东盟以一种 “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灵活方式将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军

事透明度等中美最为关切的安全议题纳入机制讨论，并将台湾问题等涉及大

国核心利益的敏感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获得了大国信任。④ （３）随着 ＡＲＦ

机制的发展，东南亚国家将其对传染病、海盗、贩卖人口、洗钱和恐怖主义

等非传统、跨国界问题的关切纳入安全议程，并使之成为讨论和合作的核

心。⑤ 这种安全范畴的扩展，使各成员方可以通过功能性协作进行战略上要

求较低的合作，从而确保传统上与大国有关的军事联盟和大战略磋商与协调

不受挑战。⑥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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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５１．
张云：《国际政治中 “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第６６—６９、２２４—２２７页。
Ｊｏｓｅ　Ａｌｍｏｎｔｅ，“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Ｖｏｌ．３９，Ｎｏ．４，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ｐｐ．８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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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ｉａ：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０６；Ｈｅｒｍ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Ｋｒａｆｔ，“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６０１．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ＡＳＥＡＮ－Ｌ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Ｂａｒｇａｉ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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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东盟内部的规范一致性。“预防性外交”（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是

ＡＲＦ所有成员方共同认可的安全规范，东盟主导了该理念从联合国到亚太地

区的规范本土化进程。① 然而，从ＡＲＦ第一届会议首次明确提出 “推动亚太

地区的信任建立和预防性外交”② ，到１９９５年外长会确立 “建立信任措施、

预防性外交、冲突解决”（ＣＢＭ／ＰＤ／ＣＲ）的三阶段和平建设路径，不同成员

方对于如何界定 “预防性外交”概念并没有达成共识，导致机制内的安全规

范竞争长期存在。东盟出于对主导 “预防性外交”本土化进程的坚持，首先

确保其内部十国对该理念的认知趋同，因而尽管以东盟和中国为代表的非西

方成员与西方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规范竞争，但东盟仍然可以通过发出 “同

一个声音”，促使各方妥协并最终于２００１年通过文件，明确了 “预防性外

交”概念和八项基本原则。东盟促成机制达成 “表面”或形式上的最小规范

共识是其中心地位的重要体现。③

第四，“东盟方式”的认同和实践。“东盟方式”其实是一种以高度的协

商一致为特征的决策过程，它建立在东盟非正式、一致建构和非对抗性交易

风格的基础上，与西方多边合作中的对抗性态度、多数人投票和其他法律决

策程序形成对比。④ ＡＲＦ专家名人会 （ＥＥＰｓ）即是采用这种 “东盟方式”的

“一轨半”机构，⑤ 其显著特征是非正式性和松散性，但不容忽视的是，ＡＲＦ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Ｈｏｗ　Ｉｄｅａｓ　Ｓｐｒｅａｄ：Ｗｈｏｓｅ　Ｎｏｒｍｓ　Ｍａｔｔｅｒ？Ｎｏｒｍ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８，Ｎｏ．２，２００４，ｐｐ．２３９－２７５．吴琳：《预
防性外交的规范扩散与东盟改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９２—１１２页。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Ｂａｎｇｋｏｋ，Ｊｕｌｙ　２５，１９９４，ｈｔｔｐ：／／
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ｒｆ－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ｈｔｍｌ？ｉｄ＝１３２．

吴琳：《过程、制度与规范本土化———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安全合作中的扩散》，《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６４—６８页。

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９页。

２００４年，ＡＲＦ第１１次外长会通过了 《ＡＲＦ专家名人操作指南》，正式启动了ＥＥＰｓ的运作。
成立ＥＥＰｓ的初衷是建立一个以名人 （一般是退休的高级官员）为主体、智库领袖和专家学者共同参
与的咨询机构，着重依靠名人影响力和专家智力支持为第一轨道的 ＡＲＦ进程提供分析和建议。曾经
有人将其称为ＡＲＦ的智囊团，或认为该机构在产生供ＡＲＦ审议的新的、非传统的想法方面具有潜在
作用。除此之外，ＥＥＰｓ常被称道的一点是构建了一个与 ＡＲＦ成员国外交部门保持接触的知情和互动
的观察家团体，团体内各国 ＥＥＰ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持续互动是维持机构有效性的重要保障。Ｐａｕｌ
Ｅｖａｎ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ｓ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Ｐａｐｅ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ｓ，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Ｍｙａｎｍａｒ，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２７，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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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特征在于东盟对机构规则的主导和掌控，这也是衡量 “东盟方式”维

持与否的指标。就ＥＥＰｓ而言，“东盟方式”具体体现为：其一，东盟秘书处

为ＥＥＰｓ设定阶段性目标，使之在循序渐进原则的指引下逐步拓展任务。西

方国家曾试图强化ＥＥＰｓ的独立性作用，如开展独立研究和斡旋实践，但东

盟秘书处对此明确表示反对。① 其二，程序上遵循协商一致和照顾各方舒适

度的东盟原则。比如，ＥＥＰｓ的活动和研究成果应提交给 ＡＲＦ主席国，继而

分享给所有ＡＲＦ参与方。每个成员方推荐五名ＥＥＰ，且不得干预他国提名。

ＥＥＰｓ采取一个东盟国家和一个非东盟国家构成的双主席国制和每年替换一

个主席国的交替轮换制。联合主席国主导会议议程设置，参加会议的ＥＥＰ根

据自愿原则在特定议题下发言或参与讨论。②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制度内竞争的变化，加速了东盟中心地位在上述四

个维度的弱化。如图－１所示，中美主要通过冲突性博弈、议题竞争、规范竞

争、决策过程竞争这四个制度竞争路径，在制度功能层面对东盟的制度中心

性形成冲击和挑战。（１）中美冲突性博弈增加了 “合作安全”模式的失效风

险，东盟倡导、亚太地区国家广泛认同的合作安全文化正面临来自大国对抗

性博弈、联盟政治思潮等因素的严峻挑战。（２）中美议题竞争弱化了东盟对

议程设置的主导，导致东盟在中美推动的新议题和中美各说各话的议题下难

以调和分歧并促成合作。（３）中美围绕 “预防性外交”的规范竞争升级加深

了东盟内部对安全规范的认知分化，东盟中心地位赖以维系的团结一致性出

现动摇。（４）为配合对华竞争，西方国家通过构建 “小圈子”强化对机制的

主导，不断侵蚀以协商一致为基本特征的 “东盟方式”。以下就中美制度竞

争影响东盟中心地位的不同维度进行具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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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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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０／０３／０８－Ｄｏｃ８．ｐｄｆ；Ｐａｕｌ　Ｅｖａｎ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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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



中美制度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

图－１　中美制度竞争冲击东盟中心地位的制度分析框架

二、中美冲突性博弈加大 “合作安全”模式失效风险

自２０１７年特朗普上任以来，ＡＲＦ框架下的中美冲突性博弈增强，加大

了东盟主导 “合作安全”模式失效的风险。一是中美全面竞争传导至 ＡＲＦ
机制内部，挤压了东盟借助机制促进中美合作和妥协的运作空间，使得东盟

很难再利用其政治优先级和外交活动维持 ＡＲＦ合作安全的特性。二是东盟

为了避免其表态或行为被中、美解读为 “选边站”，选择降低参与度、减少

主张发表，不仅弱化了机制的合作安全属性，也削弱和束缚了东盟发挥地区

制度关键节点的作用。上述两方面可通过２０１７年以来 ＡＲＦ三个重要指标的

变化得以印证，即中、美利用机制 “攻击”对手的频率和程度，中、美合作

办会的频次和偏好，以及东盟对中美竞争性议题的参与程度。

首先，中、美加强了针对彼此的 “舆论战”和 “外交战”。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没有出席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２日举行的第２７届 ＡＲＦ视频外长会，但其代

表在会上就南海、香港、台湾、军控等问题猛烈抨击中国。出席会议的中国

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对其进行严正批驳并阐述了中方立场，批评美国是 “破

坏亚太地区和平的最危险因素”，在抗疫、南海、多边主义等问题上破坏合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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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挑动对抗。① 这是中国首次在ＡＲＦ外长会上点名批评美国。在２０２１年８
月６日举行的第２８届ＡＲＦ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就南海以及西

藏、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更首次对中国核武库的快速增长深

表关切。②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则不仅在南海、人权等问题上坚决回应美国，

还就美国通过军事威慑搞集团对抗、破坏东盟中心地位提出了批评。③另外，

中美在朝鲜半岛、若开邦等问题上的分歧也在近期的高官会和外长会上凸显

出来。④ ＡＲＦ正成为中美互打 “舆论战”和 “外交战”的平台，地区合作和

多边对话难以开展。

其次，中、美合作办会的频次显著减少。美方强化对华竞争而避谈合

作，中方予以反击但仍保持合作开放的态度。⑤ 中美合作意愿的差异导致原

本存在的共同利益被夸大和放大的竞争所掩盖，合作难以实现。如表－１所

示，２０１４年至今，中美合作办会的频次出现了递减趋势。在东盟合作方的选

择上，中、美都倾向于选择与己战略利益高度一致或价值观趋同的东盟国

家，比如中国与老挝、美国与菲律宾的合作次数最多 （见表－２）。在此影响

下，东盟内部的利益分歧和价值观差异被大国竞争放大，使之难以作为一个

整体来管理地区事务、“缓和”中美竞争。

表－１　中、美历年合作办会频次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中美合作办会频次 ４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ＡＲＦ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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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ｒ－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ｓｅｎｉｏ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ｍｅｅｔｉｎ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汲取９．１１经验教训，深化国际抗疫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汲取９．１１经验教训，深化国际抗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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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美与东盟国家合作办会频次 （２０１９．８—２０２１．８）①

序号 东盟国家 中国 美国

１ 泰国 ３　 ０

２ 柬埔寨 １　 ０

３ 老挝 ４　 ０

４ 新加坡 １　 １

５ 缅甸 ３　 ０

６ 马来西亚 １　 ０

７ 越南 １　 １

８ 印度尼西亚 ０　 ２

９ 菲律宾 ０　 ５

１０ 文莱 ０ 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ＡＲＦ公开资料整理。

最后，在涉及中美竞争和大国关系的问题讨论上，东盟的参与度明显降

低。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两国在 ＡＲＦ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就贸易摩擦、南

海问题、印太、抗疫等问题针锋相对，竞争日趋激烈。东盟为避免表态被解

读为 “选边站”，大多保持沉默。比较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历次ＥＥＰｓ会议有关大

国关系的讨论，便可看出端倪 （表－３）。东盟在中美矛盾激化的同时减少发

声，说明其难以通过发挥公正、中立和调和的 “桥接”（ｈｕｂ）作用，推动实

现共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大国绕开东盟开展博弈和竞争的可能，更严重

地侵蚀东盟的中心地位。

表－３　ＥＥＰｓ会议有关大国关系的讨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度 讨论要点

２０１７年

 ＥＥＰｓ围绕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进行辩论，一方认为美国政策将有延
续性，另一方对不确定性感到担忧；
 ＥＥＰｓ认为应该加强地区多边合作以应对地区和全球的不稳定因素，支持基
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确保东盟的中心地位。

３０１

① 包括 ＡＲＦ官 方 公 布 的 拟 举 办 的 活 动。参 见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ｏｆ　ＡＲ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ｈｔｔｐ：／／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ｏｆ－ｅｖｅｎｔｓ／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ｏｆ－ａｒｆ－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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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 讨论要点

２０１８年

 新加坡ＥＥＰ提出亚太地区安全的三个趋势：中国崛起与特朗普的 “美国优
先”政策正在改变亚太的地缘政治版图，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对本地区所有国
家产生影响；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正在影响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各种跨
国威胁的兴起需要得到重视；
 美国ＥＥＰ对美国外交政策持乐观态度；一些与会者对美国政策和中美关系
的乐观看法表示怀疑；
 中国ＥＥＰ指出本地区拥有经济进步与繁荣，却并未有充足的安全合作；强
调有必要在大国之间建立战略稳定，创设包容、合作的地区安全架构；中国
ＥＥＰ对印太概念持怀疑态度；
 澳大利亚ＥＥＰ表示，印太概念具有包容性，与多极化趋势、东盟中心地位
及ＡＲＦ覆盖的地理范围相一致。

２０１９年
 ＥＥＰｓ西方成员的发言对中美关系做出了极为负面的评价；
 中国ＥＥＰ积极评价本地区安全合作面临的机遇，对中美关系提出建设性
意见。

　　资料来源：马壮和李福建根据ＡＲＦ公开资料整理得出。

三、中美议题竞争弱化东盟议程主导力

多年来，中美围绕扩大军事透明度、南海问题、科索沃问题、预防性外

交等议题的竞争一直存在，但东盟灵活调和了它们在议题设置上的矛盾和分

歧，促使两大国在机制建设、灾害管理与人道主义援助、反恐与打击跨国犯

罪、海上安全、防扩散与裁军、维和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和成果。在反恐与

打击跨国犯罪领域，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 ＡＲＦ共发布十二次联合声明，而中美自

“９·１１”事件累积了许多共识，均签署了这些声明。① 在灾害管理与人道主

义援助领域，ＡＲＦ每两年举行一次救灾演习。

然而，２０１７年以后，中美议题竞争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弱化了东盟对机

制议程的主导作用。一是中、美支持议题扩大但议而不决。中美之所以支持

ＡＲＦ引入网络安全、外空安全、航空安全等新议题，部分原因正在于各方对

４０１

① 《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册》，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５—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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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的机制发展和议题合作分歧加大，需要通过扩大议题范围来维持机制

的存续，但更重要的是，中美都希望通过主导新议题来加强对议程、规则和

秩序的塑造。①

以网络安全为例。早在２０１２年３月，美国就联合越南举办了 “ＡＲＦ网

络空间代理行为体研讨会”。同年７月，ＡＲＦ发表 《关于合作确保网络安全

的声明》。作为声明的后续行动，２０１５年８月第２２届 ＡＲＦ外长会通过了

《信息通信技术安全和使用的工作计划》。从议题提出到工作计划通过，ＡＲＦ
网络安全合作似乎进展比较顺利，中、美、日、俄、韩等国和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东盟主要国家都对该议题不乏兴趣和热情。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
月，ＡＲＦ共举行了七次网络安全研讨会，其中中国和美国各主办两次。② 特

朗普上台后，中美竞争加剧，日本和新加坡开始强化对网络安全合作的主

导，推动ＡＲＦ于２０１７年成立 “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会间会” （ＩＳＭ－ＩＣＴｓ）。

２０１８年，中美围绕中兴、华为５Ｇ技术、人工智能、数字化、网络入侵等议

题的对峙趋于公开化和扩大化，③ ＡＲＦ网络安全合作也进入了一个 “议而不

决”的声明阶段，即台面上的会议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发表的声明要么

显得沉闷，要么内容偏离严峻的现实。④ 相比 ＡＲＦ框架，中、美两国似乎更

愿意在 “１０＋１”机制和联合国框架下提出倡议，分别同东盟开展更加务实

的合作。⑤ 在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中美科技竞争、日本等大国急于扮演更积极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ｒｉｅｌ（Ｅｌｉ）Ｌｅｖｉｔｅ　ａｎｄ　Ｌｙｕ　Ｊｉｎｇｈｕ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Ｔｏｗａｒ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４，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ｏｒｇ／２０１９／０１／２４／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ｔｏｗａｒ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ｒ－ｃｏｎｆｒｏ
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７８２１３．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Ｉｎｔｅｒ－
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ＲＦ　ＩＳＭ
ｏｎ　ＩＣＴ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ｈｔｔｐ：／／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９／０８／５５ｄ．－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ｏｎ－ＡＲＦ－ＩＳＭｓ－ｏｎ－ＩＣＴ．ｐｄｆ．

《外交部：美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虚伪性早已昭然若揭》，人民网，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
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２０／０２１７／ｃ１００２－３１５９１１２９．ｈｔｍｌ。

Ｅｌｉｎａ　Ｎｏ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ＳＥＡＮ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５，Ｎｏ．２，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

ｐ．１０９．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美国与东盟：永恒的伙伴》，２０１９年８月２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

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ｚ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ａｓｅａｎ－ａｎ－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ｙｘｗ／ｔ１８３１８３６．ｓｈｔｍ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李克强在第２３次中国—东盟领
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ｙｘｗ／ｔ１８３１９２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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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东盟国家信息技术发展不均衡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东盟对网络安全等

新议题的主导力日渐下降。①

二是中美在各方聚焦的核心议题下各自表述、各说各话。之所以出现这

一趋势，一方面是因为这类议题的概念本身就相当宽泛、多元，且处于动态

发展之中。比如 “海洋安全”既包括与军事威胁和国家主权关切相关的传统

安全问题，也涉及海盗、人口贩卖、恐怖主义、洗钱、贩毒等非传统威胁，

此外还有一些与海洋相关的挑战，如搜救、非法捕鱼、自然灾害、气候变

化、海洋环境保护等。② ＡＲＦ根据问题属性对这类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分类，这也为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开展议题内竞争提供了条件。③ 另一方

面则与中美进入海权全面竞争时代有关，两国竞争不仅体现在南海、东海等

传统安全问题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空间也在压缩，合作变得更

加困难。

以海洋安全为例。如图－２所示， 《ＡＲＦ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海洋安全工作计

划》（简称 《海洋安全工作计划》）对海洋安全会间会 （ＩＳＭ－ＭＳ）的议程进

行了三年规划，着重对三大优先领域下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和合作：三

大优先领域包括共同认知与信息和最佳实践的交流，基于国际和区域法律框

架、安排和合作的信任建立措施，以及区域内海事执法机构的能力建设和加

强合作，三个主要问题是海上安全与合作、航行安全以及海洋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在这个宽泛而庞杂的议程框架下，中、美各自推动其关心的领域和问

题，导致难以达成共识和合作。

中美围绕海洋安全议题的互动经历了从相互猜疑、有限合作到各自表述

的发展过程。海洋安全议题很早就被纳入 ＡＲＦ的合作领域清单，美国是海

上传统安全问题的倡导者，中国则一直忧虑美国以南海问题多边化为由要挟

中方放弃合法主权权益。２００９年，ＡＲＦ首次海洋安全会间会在印尼召开，

６０１

①

②

③

Ｅｌｉｎａ　Ｎｏ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ＳＥＡＮ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ｐｐ．１０７－１１４．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９／０１／ＡＲＦ－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ｏｒｋ－Ｐｌａｎ－２０
１８－２０２０．ｐｄｆ．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ｒａｃｋ　１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Ｂｙ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Ｙｅａ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ｔｏ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０／１０／Ｌｉｓｔ－ｏｆ－
ＡＲＦ－Ｔｒａｃｋ－Ｉ－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ｂｙ－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Ｙｅａｒ－ａｓ－ｏｆ－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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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自此在制度化框架下开展了有限合作。２０１４年，中美两度合作主办了

ＡＲＦ海洋环境安全研讨会，共同推动 ＡＲＦ外长会通过了 《海上溢油事故预

防、准备、应对和恢复合作声明》。同年，中美还通过了新版 《海上意外相

遇规则》，签署 “两个互信机制”，并多次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演练。① 但

需要注意的是，中美合作是有限的，中国从未担任 ＡＲＦ海洋安全会间会的

主办国便是例证。２０１６年７月的菲律宾 “南海仲裁案”事件给中国外交造成

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中美在 ＡＲＦ海洋安全会间会框架下的博弈骤然加

剧，竞争再次凸显。

《海洋安全工作计划》对三大领域、三个问题的讨论也折射出中美迥然

不同的利益目标和各自表述的政策取向。在这三大领域，美国更为关注第二

大领域，而中国作为第三大领域的主导国，更倾向于通过能力建设来加强安

全风险管理。中美对议程框架下三个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１）在海上

安全与合作问题上，美国是积极的推动力量，尤为强调遵守包括海洋法公约

在内的国际法，促进各方遵守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和区域安排。② 近两年来，

美国与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欧盟等成员方在该问题上的合作显

著加强，对中国进行 “规制”施压。中国则着重从海上风险管控和保障航道

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推动区域合作。（２）在航行安全问题上，中国作为主

要推动方，曾多次就海上搜救、渡运安全等议题发起研讨和合作。２０１７年以

来，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主办了多次 ＡＲＦ渡运安全研讨会和渡运安全能力

建设培训。美国的关注点则不在于此。 （３）在海洋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上，中美近年的合作逐渐减少，竞争加强。中国聚焦海洋灾害应急管理、区

域气候变化与沿海减灾以及海洋溢油应急管理与处置合作，而美国逐渐从关

注海洋环保转向了渔业管理，③ 其目的是要把南海非法捕鱼等问题安全化，

使南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中美对核心议题各自表述的竞争态势看似少了些激烈的对抗，但由于双

７０１

①

②

③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部部长助理孔铉佑在东盟地区论坛海上风险管控与合作研讨会上的致
辞》，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ｈｄｑｚｚ＿６８１９６４／ｌｈｇ＿
６８２６１４／ｚｙｊｈ＿６８２６２４／ｔ１３２５８０２．ｓｈｔｍｌ。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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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合作意愿都很低，难以达成共识，再加上中、美都在寻找支持其议程的东

盟国家，导致东盟内部不仅无法就南海等传统安全问题达成一致，而且在非

传统安全合作上也出现分化，难以对海洋安全这类复杂的议程进行整合及推

进合作。

图－２　ＡＲＦ海洋安全会间会的议程框架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资料来源：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ｐ．７．

四、中美围绕预防性外交的规范竞争与东盟国家的分化

中美围绕预防性外交的规范竞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其中第三阶段

给东盟保持安全规范的一致性构成的挑战最为严峻。

在第一阶段 （１９９４—２０１１），规范竞争的主要博弈方是东盟和美国，中

国更多时候扮演的是支持东盟的角色，并不直接与美国争论。如表－４所示，

中国与东盟的规范认知非常接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形成了规范上的对

立。ＡＲＦ直到２０１１年才出台 《预防性外交工作计划》，由于分歧长期存在，

预防性外交实践难以开展，机制难以沿着原有的三段式路径向前推进。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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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东盟和美国对预防性外交的概念界定

界定范围 中国 东盟 美国

基本原则 不干涉内政 不干涉内政 干涉主义

实施主体 当事方 当事方、地区组织
各国政府、多边机构、非政
府组织、个人、争端方

实施对象 国家间冲突 国家间冲突 国家间和国内冲突

适用阶段
争端或危机的初始

阶段

争端或危机的初始

阶段

危机发展的 “不稳定和平阶
段”

操作方式 外交 外交 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

决策方式 协商一致 协商一致 多数同意

成功的关键因素 信任和信心 信任和信心 大国协调

在第二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中国成为美国主要的规范竞争方。２０１２年

以后，随着各方加紧落实 《预防性外交工作计划》，中国加强了在该领域的

参与和主导，美国基于西方规范推进实践的政策意图也渐趋明朗。中国于

２０１２年首次参与主办 ＡＲＦ建立信任措施和预防性外交会间支助小组会议

（ＩＳＧ－ＣＢＭｓ　ａｎｄ　ＰＤ），① 并分别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主办了预防性

外交培训班和研讨会。中国加强了对新安全观的传播，并推动预防性外交实

践，但同时也担心预防性外交在规范运用过程中被泛化，因此更多关注从理

念层面引导地区国家进行讨论，凝聚规范共识，并强调运用预防性外交手段

管控非传统安全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认为应尊重国家的主体地位，采取

循序渐进的方式，将建立信任措施活动贯穿始终，是进程导向型的倡议者。

相比之下，美国一直是ＡＲＦ框架下开展预防性外交活动最为活跃的非东

盟国家。如表－５所示，２０１２年以来美国共主办 （包括拟主办）１１次预防性

外交活动，其政策目标日趋明晰，就是要超越 ＡＲＦ以东盟规范为基础对

“预防性外交”做出的本土化限定，利用其在维和、斡旋、冲突解决、建设

和平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优势，加快第三方斡旋、早期预警、事实调查等预

防性外交技巧和工具的地区应用。美国主办的活动注重引入国内族群冲突、

９０１

① ＡＲＦ建立信任措施和预防性外交会间支助小组会议于２００５年设立。美国主办了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２０年的会议，中国与文莱共同主办了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的会议。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ｒａｃｋ　１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Ｂｙ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Ｙｅａ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４ｔｏ　２０２０）”．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１年 第５期

国家间利益冲突 （经济、难民、安全）等虚拟案例和现实案例，以情境模拟

和角色扮演的形式对地区国家参与者进行规范传授。

尽管中、美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合作举办了三次预防性外交活动，但合

作过程本身充满博弈和妥协，双方都意识到彼此对 “预防性外交”规范的理

解和运用存在巨大分歧。①

表－５　中、美分别主导的ＡＲＦ预防性外交活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度 活动名称 主办国

２０１２ ＡＲＦ建立信任措施与预防性外交会间支助小组会议 文莱、中国

２０１３ ＡＲＦ建立信任措施与预防性外交会间支助小组会议 中国、文莱

２０１４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培训资源圆桌会 新西兰、美国、中国、文莱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培训班 中国、美国、泰国、新西兰

２０１５ ＡＲＦ１．５轨道预防性外交研讨会 泰国、新西兰、美国

２０１６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培训班 越南、美国、文莱

ＡＲＦ非传统安全领域预防性外交研讨会 中国、文莱、泰国

２０１７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调停与早期预警系统研讨会 缅甸、欧盟、美国

２０１８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研讨会：有效建设和平的技能与
工具

缅甸、新西兰、美国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研讨会：新理念与新路径 中国、美国、文莱

２０１９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与早期预警研讨会：冲突解决的
联系

东帝汶、印尼、美国、新
西兰

２０２０

ＡＲＦ建立信任措施与预防性外交会间支助小组会议 越南、美国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与缓解冲突系列研讨会—第一部
分：研讨会

美国、新西兰、印尼

２０２１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与冲突解决包容性进程开放式研究
小组与研讨会

美国、新加坡、欧盟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研讨会 （拟于１１月举办） 中国、文莱、缅甸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ＡＲＦ公开资料整理。

０１１

① 作者所在的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承办了其中两次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和平研究所
进行了密集的沟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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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阶段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中美规范竞争加剧。２０１９年以来，美国借

助预防性外交推行自我主张的趋势愈加明显，加剧了中美规范竞争。与此同

时，东盟部分国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年的规范传授下出现了规范松动，导

致东盟内部在预防性外交的规范认知上出现分化。

其一，美国积极推动预防性外交落地，甚至主张直接过渡到冲突解决阶

段，导致中美在ＡＲＦ发展的路径和速度等重大问题上分歧加大。在美国等

西方国家的鼓动下，“ＡＲＦ预防性外交和早期预警：冲突解决的联系”研讨

会于２０１９年４月在东帝汶首都帝力举行，这是 ＡＲＦ首次将冲突解决纳入预

防性外交研讨中。美国还运用议题联系策略，支持印尼将预防性外交引入非

法捕鱼的议题解决之中，这显然是针对中国的。①

其二，美国提出 “包容性进程”，大力推动 “女性和平与安全”（ＷＰＳ）

议程，主张凸显女性、青年、媒体和宗教组织在冲突预防中的作用，并强化

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院 （ＡＳＥＡＮ－ＩＰＲ）、无国界斡旋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ｓ）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社会活动家和流亡人士的 “经验”分享和 “知

识”传播。② 在其影响下，在越南举行的２０１９年第２６届 ＡＲＦ外长会通过了

《关于促进女性、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声明》。③ 对此中国始终保持谨慎，并且

认为应更多从经济赋权的角度促进女性在和平建设中的作用。中美在这个问

题上的相互猜疑和互不信任正在加深，未来竞争不可避免。

其三，美国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主办的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与缓解冲突研讨

会”上首次提到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１６条 （ＳＤＧｓ１６，即 “和平、正

义与强大机构”）与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八项原则联系起来，④ 其实质是要以

ＳＤＧｓ１６所强调的 “加强人权和法治”稀释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规范内核，强化

美国的规范主导。尽管会议在筹备阶段涉及将预防性外交引入选举的建议被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９年６月，美国和印尼在巴厘岛共同举办了 “ＡＲＦ关于加强执法、预防措施和合作以解
决渔业部门复杂问题的讲习班和桌面演习”。ＡＳＥＡＮ，“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６ｔｈ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Ｂａｎｇｋｏｋ”，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ａｓｅａｎ２０１９．ｇｏ．ｔｈ／ｅｎ／ｎｅｗｓ／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２６ｔｈ－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ｂａｎｇｋｏｋ－２－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美国的上述主张和立场体现在２０１８年至今的若干次预防性外交会议中，在其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主
办的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和冲突缓解研讨会”概念文件中，也重复提到。

ＡＳＥＡＮ，“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６ｔｈ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ＡＲＦ 《关于促进女性、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声明》仅提到 “回顾 《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特

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第５条和第１６条”，并未将其与预防性外交联系起来。中国支持的是一揽子的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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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拿掉，但其他议程被保留下来。① 与美国在预防性外交上的积极进取相

比，中国更多是延续此前立场，在与东盟保持规范统一性的同时坚持预防性

外交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的优先运用。

中美规范竞争的变化加深了东盟分化的程度。一方面，美国有意选取

部分东南亚国家作为合作伙伴推行其利益和主张，加大了这些国家与其他

东南亚国家的规范分歧。规范出现松动的国家主要是泰国、印尼、文莱等

公民社会发展较快的国家，其次是在现实利益上有求于美国的国家，如越

南。另一方面，东盟内部的变化使得未来 ＡＲＦ的预防性外交规范和实践面

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多年的规范传授和公民社会培育下，

保障两性平权和加强女性国际作用等涉及人权的问题逐渐成为东盟共同体

建设的重要议程。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因势利导将其扩展至 ＡＲＦ，并借此

弱化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和合法性。东盟是否会同意调整 ＡＲＦ预防性外交

规范还不得而知，但东盟内部的规范认知正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势必增

加东盟协调内部分歧、对外保持规范一致性并发挥预防性外交进程的主导

作用的难度。

五、ＥＥＰｓ“小圈子文化”挑战 “东盟方式”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ＥＥＰｓ中以美国为核心的 “小圈子”逐渐强势，并

寻求对工作组、联合主席国等多个议程的主导，针对中国的意味渐浓，背离

和破坏了 “东盟方式”。

ＥＥＰｓ“小圈子”的出现始于西方国家２００８年的建议：将ＥＥＰｓ分成更小

的小组就特定领域一年两次集思广益，着重解决具体问题。经各方参与和长

期互动，美国ＥＥＰ拉尔夫·科萨 （Ｒａｌｐｈ　Ａ．Ｃｏｓｓａ）、加拿大ＥＥＰ保罗·埃

文斯 （Ｐａｕｌ　Ｅｖａｎｓ）、日本ＥＥＰ西原正 （Ｍａｓａｓｈｉ　Ｎｉｓｈｉｈａｒａ）和马来西亚ＥＥＰ

默罕默德·乔哈尔·哈桑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Ｊａｗｈａｒ　Ｈａｓｓａｎ）等人形成 “核心圈”。

这个圈子的重要特点是彼此信任。② 中美竞争加剧推动 “小圈子文化”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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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者参与了此次会议概念文件的审读工作。
该判断源自作者对中方ＥＥＰ代表团成员和加拿大ＥＥＰ保罗·埃文斯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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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在多个方面挑战 “东盟方式”。在日本举办的２０１９年ＥＥＰｓ会议至少

从三个侧面反映了这一趋向。

第一，工作组报告的运作程序违背了共识原则。２０１８年３月，ＥＥＰｓ

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对亚太建立信任措施和预防性外交的进展进行

审查并起草报告，第二年的ＥＥＰｓ会议对报告进行审议，提交给 ＡＲＦ建立

信任措施和预防性外交会间会和高官会。① 该工作组成员包括来自１３个成

员国的ＥＥＰ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真正承担起草工作的是美、加ＥＥＰ等

“核心圈”成员。在他们的主导下，报告大体包括框架、摘要、正文、附件

和建议五个部分。其中美国和加拿大的ＥＥＰ负责进展评估和ＥＥＰｓ评估这两

个最为核心的部分，日本和马来西亚ＥＥＰ则负责起草附件的案例部分。② 直

到ＥＥＰｓ日本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工作组才将报告散发给与会的ＥＥＰ，供各

方在第二天的正式会议上审议。多名ＥＥＰ表示未提前收到报告。在正式会议

当天，多国ＥＥＰ提出异议，比如，中国和俄罗斯ＥＥＰ提出应删除摘要中不

适当的南海表述，韩国ＥＥＰ对报告附件中涉及朝鲜半岛的案例内容提出质

疑。起草小组核心成员日本ＥＥＰ西原正以附件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独立于

报告正文为由拒绝改动附件。会上提出的意见基本未被最终报告采纳。③ 这

显然破坏了ＡＲＦ一贯坚持的共识原则。这种情况主要是美国试图利用中美

竞争加剧和ＡＲＦ启动机制前景讨论之机，加强对ＡＲＦ进程主导造成的。

第二，工作组报告对ＡＲＦ路径选择和ＥＥＰｓ未来作用的建议大胆激进，

冲击了 “东盟方式”的循序渐进原则。报告悲观看待 ＡＲＦ建立信任措施和

预防性外交的进展，认为 ＡＲＦ在核心任务 （ＣＢＭ／ＰＤ／ＣＲ）方面没有取得

太大进展，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仍未能超越第一阶段 （即建立信任措

施阶段）；ＡＲＦ很少接受ＥＥＰｓ关于预防性外交的建议；ＡＲＦ国家转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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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Ｃｏ－Ｃｈａｉｒｓ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ａｎｏｉ，Ｖｉｅｔ　Ｎａｍ，Ｍａｒｃｈ　６－７，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９／０１／ＡＮＮＥＸ－１３．ｐｄ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ｓ，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Ｍｙａｎｍａｒ，Ｃｈｉｂａ，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２７，２０１９．

以上内容来自作者对中方ＥＥＰ代表团成员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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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论坛框架之外解决国家间和国内冲突，等等。① 鉴于此，报告提出了供

官方考虑的两种选择：一是加倍努力推进预防性外交／冲突解决 （ＰＤ／ＣＲ）

议程。在认真审查既往建议的基础上，就发展早期预警能力、更好地运用

ＥＥＰｓ并对其角色进行更加清晰界定以及促进ＥＥＰｓ和 ＡＳＥＡＮ－ＩＰＲ之间更

紧密的协调，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行动时间表。二是扩展 ＡＲＦ议程，使

之从ＣＢＭ／ＰＤ／ＣＲ转向更加包容的 “综合安全合作”。报告认为在 ＡＲＦ成

立２５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其既定任务进行 “小而重要的积极修正”，增加

“促进在综合安全各领域合作”的任务。此外，监测冲突实地的事态发展、

监测选举等也被视为所谓 “综合安全合作”的活动内容。报告认为，ＥＥＰｓ

的未来角色也需要予以相应的重置，甚至提出只在必要时召开 ＥＥＰｓ或是

解散ＥＥＰｓ进程的备选方案。② 显然，这些看似激进大胆的建议是对 ＡＲＦ现

有发展路径和规范共识的颠覆，也是西方国家对抗 “东盟方式”的一种情绪

宣泄。

这份工作组报告对 “东盟方式”的循序渐进原则构成了冲击，引起了不

同成员方的意见分化，③ 同时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对华制度竞争，在地区安全

机制中强化西方主导。尽管这些建议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不容小觑的是西

方观念正在影响ＡＲＦ进程。２０２０年９月，第２７届 ＡＲＦ外长会通过 《河内

行动计划ＩＩ（２０２０—２０２５）》，提到 “要以整体、全面的方式应对日益复杂的

安全挑战，从而保持其作为一个行动导向论坛的相关性和重要性”。④ 其中对

“整体、全面方式”的强调与ＥＥＰｓ工作组报告的 “综合安全合作”概念形成

了呼应。

第三，“小圈子”为中方申请下届联合主席国设置障碍，破坏了协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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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Ｅｘｐｅ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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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Ｃｏ－Ｃｈａｉｒｓ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Ｃｈｉｂａ，Ｊａｐａ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２７，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９／０５／Ｃｏ－Ｃｈａｉｒｓ－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１３ｔｈ－ＡＲＦ－ＥＥＰ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ｄｆ．

Ｔａｋｅｓｈｉ　Ｙｕｚａｗａ，“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Ｗ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ｏｌｄ？”ｉｎ　Ｒｏｎ　Ｈｕｉｓｋｅｎ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Ｂｒｅｔｔ，ｅｄｓ．，ＣＳＣ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ＣａｎＰｒｉ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８，ｐ．７２．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ＡＲＦ　Ｈａ　Ｎｏｉ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Ｉ（２０２０－２０２５）”，ｈｔｔｐ：／／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
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０／０９／ＡＲＦ－Ｈａ－Ｎｏｉ－Ｐｌａｎ－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Ｉ－２０２０－２０２５．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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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和公平公开的决策原则。根据规定，ＥＥＰｓ联合主席国的确定需经大会充

分协商一致、以公平公开的方式决策产生，但２０１９年的ＥＥＰｓ会议未能严

格遵守这一基本原则， “小圈子文化”取而代之、发挥了更为主导性的

作用。

中国在会议期间明确表达了与缅甸联合主办ＥＥＰｓ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活动

的意愿。对于中国的提议，日本ＥＥＰ （２０１９年的联合主席）和加拿大ＥＥＰ

以非公开方式予以拒绝，其理由是中国对ＥＥＰｓ的参与不够，且缅甸 （２０１９

年的另一个联合主席国）担心中国主导。中国ＥＥＰ认为不符合程序，坚持提

出申请。按照惯例，ＥＥＰｓ会议需讨论并确定下一年度ＥＥＰｓ的联合主席国，

但会上日本以时间仓促为由略过该环节，① 并在之后的会议总结中仅提及

“２０２０年的会议将在缅甸举行，但另一非东盟主席国待定”。②

以美国ＥＥＰ为核心的 “小圈子”之所以给中国设障，与中美制度竞争加

剧、ＡＲＦ进程面临不确定性和西方有意加强主导有关。ＥＥＰｓ每年的具体议

程主要取决于联合主席国，因此，近年来 “小圈子”加强了对联合主席国的

控制权，借以推动西方议程，主导 ＡＲＦ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其中就包括美

国在多个轨道力推的女性参与和平建设的议程。在２０１９年的ＥＥＰｓ会上，加

拿大ＥＥＰ提议成立女性和平与安全工作组，就该问题开展研究，美国、澳大

利亚、日本和新西兰ＥＥＰ纷纷附议。西方 “小圈子”不仅破坏了 ＡＲＦ协商

一致的决策原则，其对于东盟主导议程和程序的日益不满及其西方主导的强

化也将进一步削弱东盟中心地位。

结　　语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在亚太，特朗普政府 “抛

开”东盟，积极拉拢盟友和伙伴推行印太战略，开启了与中国新型合作机制

和实践的制度间制衡。在此背景下，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传统中心地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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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上内容来自作者对中方ＥＥＰ代表团成员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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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和冲击。然而，需要澄清的是，尽管特朗普政府轻视东盟和多边主义，

但中美在东盟主导制度内的竞争却在强化，并且中国被动卷入与美国的制度

内竞争导致中美制度竞争的议程、方式和进程都极大地受制于美国的政策选

择。中美制度内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影响方式和弱化程度也与中美制度间

制衡不同。相较于中美制度间制衡，中美制度内竞争从东盟主导的地区架构

内部改变东盟中心地位的实质，对东盟制度中心性的冲击更大、重构力更

强。中美之间的冲突性博弈、议题竞争、规范竞争和决策过程竞争，导致东

盟难以在现有机制下为中美竞争提供矛盾缓冲的平台和讨价还价的博弈规

则，其自身在议题和规范的中美竞争中日趋处于次要地位，其对于 “东盟方

式”的维护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拜登执政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中美竞争基调，但更注重联盟构建和

制度主导，未来中美在制度间和制度内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亚太地区存续多

年的 “小马拉大车”合作模式受到持续冲击，一些合作机制甚至面临生存和

发展的关键抉择，比如 ＡＲＦ，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就制度改革的路径、议程、

机构、规范等积极 “造势”。这说明，美国不仅不会放弃或 “退出”该机制，

还会不断加强主导。其原因是东盟主导的这些地区机制与美国 “轴辐体系”

和印太战略并不冲突，美国可以通过保持参与的活跃度，防止东盟国家倒向

中国。① 在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结构性影响下，中国被动开展对美制度竞争

的战略环境在短期内将很难改变。而东盟中心地位恐将受到中美制度竞争的

长期影响。

面对新的战略环境，东盟已经认识到启动新一轮适应和创新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在 《东盟印太展望》中，东盟提出要将区域架构平台的覆盖范围扩

展到印太，加强东盟主导机制与新的合作机制之间的联系和补充，并强调东

盟主导机制在更广泛地区仍享有中心地位。② 然而，东盟并没有为其主导的

机制提供走出平台期的新的解决方案。未来东盟重构中心地位的关键，是为

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提供新的能力保证和信任重建，使其主导的机制在地区

秩序转型中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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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硕、孙合记：《东盟奇迹》，翟崑、王丽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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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ｓｔｏｒａｇｅ／２０１９／０６／ＡＳＥＡＮ－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ＩＮＡＬ＿２２０６２０１９．ｐｄｆ．



中美制度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

支持东盟中心地位重构同样符合中国的总体利益。从历史上看，中国对

东盟的政策一向基于长远考量，经营与东盟的关系关乎中国的战略利益。①

从现状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国与东盟加强利益融合、深化合作关系提供

了契机，② ＲＣＥＰ的顺利签署更是中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可观回报。而在策

略选择上，中国应该在夯实与东盟的务实合作之外，更加重视从制度功能的

视角出发加强对地区制度的主动塑造，包括推动中美在东盟主导机制下建立

新的博弈规则，在充分沟通的前提下支持东盟在公共卫生、区域供应链、气

候变化等务实领域发挥议题引领作用，在不断强化东盟规范韧性的同时辩证

看待规则规范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坚持 “东盟方式”，更加积极、持续、有

效地参与到地区机制不同轨道的决策过程中。此外，由于中国被动开展对美

制度竞争的战略环境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中国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支持东盟

中心地位重构与开展对美有限竞争的内在张力难题。

（责任编辑：杨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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